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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第１１９８条 （安全保障义务）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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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磊

摘　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１１９８条要求经营场所经营者、公共场所管理人、群众性活动组织者
积极采取合理防范措施避免他人人身财产遭受侵害，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１１６５条第１款的特别规
定。由于本条是立法者对特定主体承担安全保障义务提出的特别要求，主体范围被限定，具有法定性与封闭性

的特征。防范第三人故意致害的安全保障义务取决于安保义务人开启社会活动是否提升了故意侵权的实质风险。

在安全保障义务的判断上，由于义务内容的复杂多样，判断标准无法整齐划一，应该提炼出供法官在个案中具

体认定的参考因素。在介入第三人侵权时，安保义务人的不作为仅仅是未能阻断第三人致害，单独情况下不足

以造成损害，补充责任的构造具有合理性。补充责任的适用条件是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不作为属于轻过失且是

致害的间接原因，责任基础的薄弱使安保义务人的责任承担存在顺位限制及范围限制。补充责任顺位限制的实

现不在诉讼阶段而在执行阶段。

关键词　安全保障义务　不作为　公共场所　群众性活动　补充责任

《民法典》第１１９８条　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
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

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未尽到

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承担补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

人追偿。

一、规范意旨

（一）规范目的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 《民法典》）第１１９８条 （以下简称 “本条”）规定

了经营场所经营者、公共场所管理人、群众性活动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安保义务人在管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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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应采取必要的危险防范措施避免他人人身财产遭受侵害。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意味着存在过错，

需要以存在注意义务为前提，本条对特定义务主体提出要求，使其在合理限度内保障他人的人身财

产安全。①

［２］之所以作如此安排，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该等义务主体通过公共场所或公共活动
开启危险，基于对危险的控制最能预见并防范损害发生，责令其承担安全保障义务既具有经济合理

性，又能满足相对人的合理信赖。② 本条第１款要求安保义务人履行安全保障义务防止直接对受害
人造成侵害，因为安保义务人开启的危险使公众直接接触了危险源。本条第２款要求安保义务人履
行安全保障义务防止第三人致害，因为安保义务人开启的公共活动旨在招揽或服务公众，增加了公

众间的交往频次，这从整体上提升了第三人侵害的风险。③

［３］另一方面，本条还具有维护公共安全的特殊政策考量，一般性地要求本条义务主体承担安
全保障义务，可以有效维护公共安全，④ 即 “提高人们在公共场所的安全感，提高公共服务机构的

服务质量”。⑤

（二）规范性质

［４］从请求权基础来看，安保义务人疏于防范自身致害的，受害人有权根据本条第１款请求承
担赔偿责任。若介入第三人行为，安保义务人应根据第２款第１句第２分句向受害人承担补充责
任。安保义务人向受害人承担补充责任后，有权根据第２款第２句向第三人行使追偿权。值得注意
的是，第２款第１句第１分句与 《民法典》第１１７５条的规范事项具有同一性，属于指引性规定，
并无独立的适用价值，不具有裁判规范的性质功能，⑥ 兼具参引规范与抗辩规范的性质。

［５］从责任性质来看，安全保障义务所要防控的是日常社会交往中的一般危险，而非作为无过
错责任 （主要指危险责任）归责基础的特别危险，所以本条防控的危险属于日常生活领域，疏于采

取危险防控措施即存在过错，性质上属于过错责任。⑦ 少数观点认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属于过错推定，⑧ 并不正确。

（三）规范史略

［６］我国安全保障义务虽然借鉴了德国法交往安全义务的法理，⑨ 但本质上是缘于司法实践中
经营场所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而日益增加的规范需求，对安全保障义务的正式关注一般源于 “银河宾

馆案”，�10 最终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

原 《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６条得到确立。本条经由 《侵权责任法》第３７条基本上承袭了
原 《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６条，主要有三方面的变动：其一，《侵权责任法》第３７条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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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司法·案例》２０２０年第３５期，第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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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６条中 “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

人、法人、其他组织”的义务主体修改为 “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

人”，并增设 “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的主体类型。本条在 《侵权责任法》第３７条的基础上增列
了 “机场、体育场馆”两类公共场所的示例性规定，增加了经营场所经营者的主体表述。其二，原

《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６条将救济范围限定于人身损害，《侵权责任法》第３７条删除了 “人

身”损害的限定，将财产损害纳入救济范围，本条亦采纳之。其三，《侵权责任法》第３７条删除了
原 《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６条中安保义务人对第三人享有追偿权的表述以及程序性规定，本
条重新确认了安保义务人对第三人的追偿权。

（四）体系关联

１.与 《民法典》第１１６５条第１款的关系
［７］第１１６５条第１款以过错为中心采取相对宽泛的责任构成，功能上可以涵盖社会生活中方

方面面的危险防控义务。不过，出于维护行为自由的考量，承担安全保障义务需要具备特别的证成

理由。本条之所以位于 《侵权责任编》第三章 “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是因为对公共活动主体的

安全保障义务作出特别规定，要求经营场所经营者、公共场所管理人、群众性活动组织者对不特定

的多数人尽到应有的注意，以维护公共安全。是以，本条应视为第１１６５条第１款的特别规定，而
非单纯的列举，将两者认定为一般与个别、抽象与具体的关系会使本条第１款沦为冗余条款，不甚
妥当。除此之外，本条的特殊之处还体现在第２款采取了补充责任的构造。

［８］由于本条对义务主体范围实施了限定 （［１５］），超出本条规定的义务主体范围只能退回到
第１１６５条第１款进行补充适用。在 《民法典》颁布之前的 “花椒直播案”中，一审法院认为 “花

椒”直播平台是公共场所在网络空间的具体表现形态，将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扩张至网络服务提供

者；① 二审法院却认为网络空间与物理公共空间存在明显差异，不属于 《侵权责任法》第３７条规定
的义务主体范围，从而以 《侵权责任法》第６条第１款作为条文根据。② 《民法典》颁布之后，司
法实务中也存在一审判决以案涉场所并非经营场所或者公共场所为由拒绝适用本条，二审判决转而

以第１１６５条第１款作为条文根据判定担责。③ 第１１６５条第１款可以作为非公共活动主体承担安全
保障义务的根据，但需要特别论证义务来源。

２.与特殊侵权责任的关系
［９］《民法典》第１２５４条第２款规定物业服务企业的安全保障义务，可以视为本条的具体适

用。部分条文虽然没有明确使用 “安全保障义务”的术语，但实质上蕴含了安全保障义务的法理，

例如第１２５３条、第１２５６条、第１２５８条等，其规范目的就是采取必要防控措施避免危险物件损害他
人。该等特殊侵权责任满足公共场所要件时会与本条的规范范围重叠，但归责方式、保护对象及责

任承担与本条有所区别，应独立适用。

［１０］此外，本条的规范射程能否及于网络虚拟空间，这与网络侵权责任 （《民法典》第１１９４
１１９７条）存在适用争议。④ 本文认为，违反网络空间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承担与本条的法政策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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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本条无法适用于网络虚拟空间，这主要体现在对第三人致害的防范义务上。倘若本条的调整

范围及于网络虚拟空间，说明网络服务提供者疏于防范第三人致害时应该承担补充责任，但事实并

非如此。《电子商务法》第３８条第２款对平台经营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只是规定 “相应的责任”，

此种模糊的表述涵盖着连带责任、按份责任、补充责任多种形式。 《电子商务法 （草案四审稿）》

曾比照 《侵权责任法》第３７条第２款规定 “相应的补充责任”，却遭到强烈反对，因为这被认为对

平台经营者提供了过度保护。① 《民法典》第１１９７条在 《侵权责任法》第３６条第３款的基础上增
加 “应当知道”的过失要件，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主动采取必要措施履行防范义务，该条的法律效

果非补充责任而是连带责任，原因是让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补充责任显得过轻。② 可以看出，本条

第２款向安保义务人作出利益倾斜 （［５３］），对网络虚拟空间的调整则没有看出类似的法政策，遂
不得适用于网络虚拟空间。③

３.与合同保护义务的关系
［１１］根据当事人约定或者诚信原则的要求，保障他人人身财产安全也可能是合同义务，合同

当事人对相互间的固有利益负有保护义务。合同保护义务与安全保障义务因为所处领域的差异会分

别引发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一般认为两者具有维护固有利益的共同功能而发生竞合，当事人有权

自由选择救济途径。④ 这一观点有待深化。

（１）无特别约定时
［１２］当事人未对保护义务作出特别约定时，如果没有介入第三人侵权，则与本条第１款竞合。

合同保护义务源于事实上的接触具有法定性特征，义务内容几乎不受当事人意志的影响，此种法定性

与安全保障义务具有类似的生成法理，不存在本质区别。例如，合同保护义务对固有利益的维护被认

为是手段义务，应适用过错责任，⑤ 与侵权责任是一致的，司法实践也采取此种立场。⑥ 在义务标准

上，虽然有观点认为安全保障义务发生在没有特定联系的一般主体间，不具有与合同保护义务类似

的特殊拘束关系，使安全保障义务的标准要低于保护义务，⑦ 但这种差别在实践中很难观察得到。

［１３］介入第三人侵权时，本条第２款采取补充责任的构造，合同责任则无此限制，应优先适
用本条第２款。如果完全由当事人自由选择，受害人势必选择合同责任去规避补充责任的实施，这
无异于架空补充责任的适用，不甚妥当。立法者既然对责任承担作出特别安排，理应予以尊重，不

允许任意规避。这一点在 “李某某诉某养老公寓侵权责任纠纷案”的参考案例中得到印证，养老机

构与养老人员建立养老服务合同后，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使养老人员遭受第三人侵害的，首先应由

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养老机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⑧

（２）有特别约定时
［１４］当事人对保护义务作出特别约定时，固有利益的保护上升为给付义务，应优先适用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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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杨立新：《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３２６页。少数观点认为合同当事人的固有利益维护原则上应适用侵

权责任法而不应适用合同法，从而使侵权责任法与合同法的保护对象各有分工。参见王文胜：《论合同法和侵权法在固有利益保护

上的分工与协作》，载 《中国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４期，第２１８页以下。
参见叶名怡：《违约与侵权竞合实益之反思》，载 《法学家》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第１３０页；汪倪杰：《论 〈民法典〉中合同与

侵权的开放边界———以附随义务的变迁为视角》，载 《法学家》２０２２年第４期，第２８页。
参见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鲁０２民终１１５２４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张家勇：《合同保护义务的体系定位》，载 《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２年第６期，第６３页。
参见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渝０１１７民初１０２０７号民事判决书。



责任。原因在于：第一，当事人的特别约定使保护义务的标准高于一般的安全保障义务，这直接涉

及合同目的的实现。况且违约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对受害人的保护更有利。第二，在介入第

三人侵权的情况下，之所以能够排除补充责任的适用，是因为当事人的特定约定预示着合同保护义

务的生成法理不再源于法定，固有利益的维护也是履行利益的内容，与安全保障义务的法理有别。

安保义务人同意履行特别的合同保护义务意味着对风险分配作出明确安排，可以视为放弃本条第２
款安排的顺位利益，从反面来看也不应允许以本条第２款来规避其明确承诺的义务安排。

二、疏于防范自身致害的责任构成 （第１款）

（一）构成要件

１.义务主体
［１５］制定 《侵权责任法》第３７条时，立法者认为 “不应该将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扩大到私

人领域，否则可能会限制私人之间的交往”。① 本条继续采取 “不能盲目地扩大安全保障义务人的

范围”② 的法政策，将义务主体限定为 “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

组织者”。

（１）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
［１６］“公共场所包括以公众为对象进行商业性经营的场所，也包括对公众提供服务的场所”，③

经营场所属于公共场所的类型之一。本条列举的 “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娱乐场所”属

于经营场所，除此之外还存在其他经营场所，例如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１８条第２款规定的餐
馆、港口、影剧院。经营场所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场所，不过场所责任的重点在于公共性，纵使不以

营利为目的，只要属于公共场所，也要承担安全保障义务，营利性并非义务主体认定的必备因素。

［１７］“公共场所是对公众开放，允许不特定对象进入，用于参与公共事务或进行公共活动的场
所。”④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 １４１号指导案例，禁止公众进入的场所不属于本条规定的 “公共场

所”。⑤ 公共场所至少一定程度上是允许社会公众自由进出的，一般考虑两方面因素：一是公众聚

集、活动或通行的地点因素，⑥ 二是出入人员具有广泛性、不特定性的人群因素。⑦ 当然，这里不

是从事实层面要求不特定人员可以自由出入，而是强调社会公众是否具有进出的可能性。会员制场

所虽然在事实上不满足不特定人员自由进出的特征，却具有社会公众接触的客观可能性，所以属于

公共场所。⑧

［１８］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应该对公共场所具有控制力，也就是对公共场所具有实际管理权，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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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侵权责任法：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６３１页。
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１３８页。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５９页。
龚珏、马蓓蓓：《〈李秋月等诉广州市花都区梯面镇红山村村民委员会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案〉的理解与参照》，载

《人民司法·案例》２０２２年第１１期，第５页。
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京０２民终４７５５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豫民申１０４４８号民事裁定书；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辽民申９０４５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赵玲、杨塞兰：《不特定人出入、通行、活动的场所应为公共场所》，载 《人民司法·案例》２００７年第２期，第５７页。
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新０１民终３７４１号民事判决书。



　　　　　则就不满足管理人的身份。管理人的认定与公共场所的产权关系无关。① 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有时会

涉及多个主体，此时需要辨别哪些主体具有实际控制力。例如，公共场所产权人将案涉场所交由他

人管理，但只要没有完全排除对案涉场所的控制力，也满足管理人身份。②

（２）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
［１９］群众性活动强调不特定人群的参与，重点不是人数多少或规模大小，而在于是否面向不

特定的社会公众。③ 典型的有旅游活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规定》第７条第１款）、体育赛事活动 （《体育法》第１０２条第３款）等。有观点指出群众性活动
是指 “法人或社会组织面向社会公众举办的参加人数较多的活动”，④ 该定义提出 “参加人数较多”

的要求，并将组织者限定于 “法人或社会组织”，不当限缩了义务主体范围。常有案例将私人聚会

的召集人认定为群众性活动组织者，⑤ 法律适用明显有误，凡是未面向不特定公众的社会活动，均

不属于本条的规范范围。

２.义务违反
（１）义务内容⑥

［２０］危险消除义务。防免危险的最好方式是消除危险，安保义务人应尽可能降低、消除所开
启的不合理危险。司法实践中通常体现为 “物”的安全保障义务，即对 “所控制的场所、设备、配

套设施、运输工具等的安全性负有保障义务”。⑦ 公共场所管理人要保证设施设备具有合理期待的安

全性，确保所控制的 “物”处于不具有不合理危险的良好运行状态。群众活动组织者事前应该制定

安全有效的活动组织方案，避免群众活动中的不合理风险。群众活动过程中发生混乱的，组织者应

该采取措施维持秩序，性质上也是履行危险消除义务。

［２１］告知义务。告知义务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危险的告知或警示，旨在让相对人知悉所
参与的社会活动存在潜在危险，使其自身防范危险。设置警示标识、发布安全信息等措施皆属于

此。危险的警示告知不得过于宽泛，应具有针对性，例如对存在剧烈对抗、不适合未成年人的活动

应该明显警示。⑧ 二是危险应对的指示，危险的告知只是使相对人知悉危险，此外还存在如何应对

危险的问题，这要求安保义务人对危险应对方法作出指示，例如说明设备的正确使用方法、告知应

急措施等。

［２２］控制义务。为了防止相对人遭受侵害，部分情况下还应该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陪同，以
随时控制相对人可能遭遇的具体危险。在 “周某诉上海某有限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

案”的参考案例中，法院认为体验ＶＲ环境更容易遭受损害，经营者应当在玩家体验现场派员工全
程保护。⑨ 此外，患有脑梗者进入洗浴场所、�10 参加具有较高危险性的马术运动�11等场景中，法院也

认为安保义务人应该安排专人陪同，以防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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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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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皖０２民终２６９７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新审一民提字第２５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程啸：《侵权责任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２１６页。
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１３９页。
参见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粤０２民终６３５号民事判决书。
义务违反的判断需要厘清义务内容与义务标准，就安全保障义务的内容而言，只能加以有限的类型化。

参见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２）鄂０３民终２５１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津０３民终７７５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沪０１民终７６８９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辽０４民终３５６４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青民五终字第１４０２号民事判决书。



［２３］禁止义务。特定情况下，安保义务人应该直接采取措施禁止相对人接触危险源，典型情
况是禁止未成年人参与高风险活动，所谓对儿童采取最高的安全保障义务就是 “使未成年人与该危

险隔绝，使其无法接触这个危险”。① 当然，禁止义务通常适用于对相对人的身体状况或资质等具有

特别要求的情形，此时安保义务人还需要事先履行一定的核查义务，比如参加散打比赛需要提供临

近比赛时期的体检证明，安保义务人应该主动核查。②

［２４］组织义务。公共场所与群众性活动应根据需要适当配备值班人员、救生人员、医务人员、
保卫人员等，通过合理的人员配置防范具体危险，这涉及安保义务人的组织义务。司法实践中，游

泳馆仅配备一名流动救生员、③ 每八小时仅安排两名工作人员清理五层楼的全部卫生间，④ 皆被认

为难以消除具体危险，实则是安保义务人未恰当履行组织义务。组织义务主要体现在人员配备的数

量与质量两个方面，前者要求具备足够的人员，后者要求所配备的人员具备足够的能力，这主要体

现为具备法定资质，安保义务人应合理履行选任义务。

［２５］救助义务。前述义务内容均旨在事前预防危险，安保义务人在侵害事故发生后还应当履
行必要的救助义务。⑤ 救助义务主要体现为两方面：一是安保义务人自行救助，配备医疗救护设施

与医务人员皆服务于此。二是请求、配合其他部门实施救助，例如及时报警求助、联系医疗机构就

医、提供监控视频协助施救等。救助义务的履行应该使受害人获得及时、适当的救助。

（２）义务标准⑥

［２６］危险防控措施的义务标准应该存在合理限度，司法实践有时对危险防范负担的认定过重，
有学者批评为 “安全保障义务的门槛越来越低，归责标准越来越模糊，让经营者无所适从”。⑦ 对此，

应重视最高人民法院第１４０号指导案例的法政策，法院认为私自攀爬景区内果树采摘果实而不慎跌落
导致自身损害的，公共场所管理人不承担安全保障义务，原因在于安全保障义务应限于与管理控制能

力相适应的合理范围内。⑧ 该案的裁判要旨就是在强调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限度，防止不当扩张。

［２７］司法实践对义务违反的认定存在法定标准、行业标准、合同标准、善良管理人标准。⑨

法定标准是指对安全保障义务的履行具有直接的管制规定，可以径直作为判断根据。行业标准是指

应达到注意义务的行业规范，应予参照适用。有合同标准的应该适用合同标准 （［１４］）。不存在法
定标准、行业标准、合同标准的，只能根据善良管理人标准认定危险防控措施的合理性，不过该标

准并未提供确切参考。有学者主张引入德国法的物件型交往安全义务与债因型交往安全义务以明晰

安全保障义务的判断，认为前者要基于对物件缺陷的知晓可能性与防控措施的可期待性判断义务强

度，后者取决于与受害人的具体债务关系，�10 但仍然不免于抽象。安全保障义务的内容复杂，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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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冀０２民终９３９２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津０３民终８６５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辽０６民终１２７４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２）京０３民终１１３６４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４）京０１民终２４９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３）京０３民终１９５１５

号民事判决书。

义务内容与义务标准是相互影响的，义务标准也会涉及义务内容的问题，当义务标准提升到一定程度时，就会要求安保义

务人采取更为严格的危险防范措施，结果就是义务内容的变化。反之亦然。

班天可：《安全保障义务的边界———以多伊奇教授对交往安全义务的类型论为视角》，载方小敏主编：《中德法学论坛》（第

１４辑·下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７０页。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粤０１民再２７３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３）鄂民申７９６１号民事裁定书；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３）京０３民终７２６６号民事判

决书。

参见汪倪杰：《论 〈民法典〉视域下安全保障义务的边界———对第１４０、１４１号指导案例的理论回应》，载 《法商研究》

２０２２年第６期，第１２２页。



标准无法整齐划一，最终只能总结出典型的参考因素授权法官在个案中具体认定。

［２８］一是危险的重大性。不同程度危险对应的防控措施是不同的，危险本身的特质影响着防
控措施的选择。比如 《体育法》第１０５条第１款规定经营高危险性的体育项目应该配备规定数量
的、取得相应资格证书的指导人员与救助人员，正是基于对危险性的考量。司法实践中危险性较高

的游乐项目的危险防控标准普遍高于普通游乐项目，① 特别是像漂流这样的高风险项目，安保义务

人不能仅仅对危险进行警示，还要在危险高发地段作出特别的防范措施。② 反之，危险性较低时则

无需过度防范。在 “许某甲、钟某甲诉许某乙、钟某乙生命权纠纷案”的参考案例中，由于案涉山

塘位置偏僻，危险性不高，管理人仅需在入口位置设置警示牌即可。③

［２９］危险性可以从危险频率与危险后果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其一是危险发生的可能性。例如，
儿童游乐区存在极易发生的危险时，防控措施就不能止于危险告知，还会触发指派专门人员看护的

控制义务。④ 就公共场所而言，场所开放程度是重要考虑因素，社会开放程度高的场所引发危险的

频率更高，特别是人流量较大的公共场所，应该承担更强的安全保障义务。⑤ 其二，危险后果越严

重，防范措施的标准越高。原则上，侵害人身权益的后果比侵害财产权益更严重，应该履行更高的

安全保障义务。⑥

［３０］二是对危险的控制力。安全保障义务的标准应与义务主体的管理、控制能力相适应，这
一抽象规范命题常常被明示为影响危险防控的重要因素。⑦ 换言之，防控措施的标准还要考察对危

险的管理控制能力，这与安保义务人的规模、专业管理能力等因素有关。例如，在评价物业服务公

司的安全保障义务时，实务案例通常会强调物业服务公司的安全保障措施应当达到与其专业管理能

力相匹配的程度。⑧ 危险控制能力的一个重要判断因素是相关专业资质。在 “王某诉某滑雪场生命

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案”的参考案例中，法院认为滑雪场地的管理人具备相关专业资质，安全

保障义务的履行应高于普通人标准。⑨

［３１］三是营利性。营利性决定了安保义务人能否将危险防控成本内化为交易成本予以分散，
从而影响安全保障义务的标准。在场所责任中，针对非营利性主体，法院多会强调安全保障义务的

合理限度，�10 从非营利性这一定型化事实可以得出降低危险防控标准的定型化结论。有法院明确指出

“对于非经营性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要求标准相对较低，仅需管理者履行一般的警示、提示义务即

可”。�11 群众性活动亦如此，不具有营利性被认为不应苛以过重的注意义务。�12 如果进一步细化，对

价的高低则是更为直接的影响因素，司法实践通常根据收费标准的差异说明安全保障义务的高低。�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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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10

�11
�12
�13

参见四川省威远县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川１０２４民初２５４７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渝四中法民终字第００３６０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赣０７民终５０２４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鄂民申１０９２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苏０７民终２５２１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５８页。
参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２）豫民申２２４６号民事裁定书；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３）京０３民终４４０９号民事判

决书。

参见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３）皖１８民终１９６２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３）京０２民终４６８３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京０３民终１３６４４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３）鲁０５民终４２１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湘１２民终

４６６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２）宁０２民终１１２３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曾耀林：《含有营利目的的自驾游组织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载 《人民司法·应用》２００７年第３期，第１０９页。
参见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辽０４民终３６９０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粤０１民终

１７７０号民事判决书。



［３２］四是义务相对人的特殊性。危险防控措施还要结合相对人的特殊情况，特别是老人、孕
妇、儿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由于自我保护能力无法比照正常人对待，防控措施应该具有针对

性。这在相关规定中已经有所体现，例如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５６条第１款、《旅游法》第７９条
第３款、《残疾人保障法》第５５条第１款等。司法实务亦秉承此种态度。例如，根据儿童的活动特
点，公共场所要设置特定的保护设施及安全警示标志。① 旅游活动应该对老年人的健康条件进行筛

查，② 设置适合老年人的旅游景点或行程安排。③ 在 “马某某诉某养老中心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

经营者、管理者责任纠纷案”的参考案例中，提供养老服务的营业性场所还应结合养老服务的特殊

性对经营场所进行适老化改造，消除潜在的安全隐患。④

［３３］五是防控措施的经济成本。危险防控措施具有经济成本，对安保义务人造成过重负担的
防范措施自然不具备期待可能性。“韩某等诉河南某社区居民委员会等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

案”这一参考案例的裁判要旨就指出，“义务主体为履行法律要求的义务所付出的代价，不应当超

过履行义务所获得的利益。”⑤ 这也解释了如下现象，即使控制义务、禁止义务的危险防控效果比单

纯提示危险要好，但出于经济成本的考量，有时候只需要作出警示即可。例如，明显的安全标志足

以警示水库大坝的危险性时，就没有必要再要求全天派人在水库巡查。⑥

３.因果关系
［３４］本款要求未尽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他人损害，“造成”是因果关系的要件表达。未尽

安全保障义务表现为积极加害时，只需正常判断积极加害是否一般地提升了损害发生的可能性即

可。未尽安全保障义务通常表现为不作为，因果关系的认定在于假如履行安全保障义务能否一般地

降低损害发生的可能性。由于未介入第三人行为，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直接关

联，只要安全保障措施有 “相当程度的可能性”能够避免损害发生，即具有因果关系。⑦ 有案例更

为宽泛地指出只要 “不能排除”危险防范措施能够降低损害发生的可能性就满足因果关系。⑧ 由

此，因果关系的认定并非难事，通常在确认义务违反后会直接肯定因果关系的存在。⑨ 理论上也有

观点指出在没有直接侵权人的情况下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可以直接认定具有因果关系。�10

［３５］当然，如果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确无法避免损害的发生，因果关系则不具备。例如，参
与群众性活动的受害人患有多种慢性疾病，即使组织者制定了应急预案也无法避免受害人自身发病

致损。�11 公共场所即使配备心肺复苏设备也无法避免受害人病发身亡。�12 此等情形下不足以认定因

果关系的存在。

４.保护对象
［３６］本款 “造成他人损害”中的 “他人”是指安全保障义务的保护对象。“他人”一般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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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10
�11
�12

参见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２）粤０８民终４５１８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湘民申３１０９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川０１民终１０５４６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 （２０２２）川０１１６民初６１３４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豫０５民终１８１２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赣１１民终７６０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２）京０１民终４００４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赣１０民终５５６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３）冀０８民终４６２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沪０１民终７６８９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６５页。
参见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２）鲁１０民终７９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京０１民终３７５８号民事判决书。



　　　　　保义务人之外的第三人，内部雇佣人员不属于本条的保护对象。① 至于具体范围为何，立法过程中

有观点建议将保护对象明确为 “顾客或参与活动者”“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参与活动的人”“合法进

人公共场所或者参加活动的人”，但考虑到司法实践的情况复杂，所以没有明确规定。②

［３７］针对 “他人”的认定，鉴于本条具有提高公共安全的规范意旨，具体范围不应多加限

制。司法实践认为只要是 “出于合乎情理的方式进入”③ 或者 “以合理目的进入”④ 的主体，就属

于本条的保护对象。例如，受害人在接驳货物过程中由于等候时间较长，在未获得船舶管理人允许

的前提下擅自登上他人船只遭受损害，尽管受害人登船行为未经允许，也非转驳货物的必要流程，

但长时间的等候使受害人擅自登船行为 “事出有因”，船舶管理人应该负担安全保障义务。⑤ 再比

如，受害人未经允许自行出入尚未交付使用的地库而意外受伤，在地库处于开放状态的情况下受害

人自行出入行为是合理的，遂属于安全保障义务的保护对象。⑥ 该等案例中，即使未经安保义务人

许可，也不影响相对人作为本条的保护对象，理论上称为 “无权利人保护说”。⑦ 未经允许者是未

成年人则更是如此，如果危险场所对未成年人具有诱惑力，管理人应该履行最高标准的安全措施避

免未成年人接触，即使其非法进入亦不例外。⑧ 可见，“合乎情理”或 “合理目的”的标准使保护

对象的认定趋于宽松，与本条的规范意旨是契合的，值得肯定。

［３８］被排除于 “他人”范围的，往往限于相对人从事违法行为的情形。例如，被害人在宾馆

向嫖客提供卖淫服务被杀害，进入公共场所的目的是为了从事违法行为，与酒店的入住人员或访客

不同，不应纳入保护范围。⑨

５.损害范围
［３９］本款未对予以救济的损害类型作出限制，救济范围既包括人身损害也包括财产损害，同

时保障人身安全与财产安全。

（二）法律效果

［４０］本款将法律效果粗略地规定为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由于以损害作为责任构成要件，

所以法律效果特指损害赔偿，应该适用 “侵权责任编”第二章的规定。

三、疏于防范第三人致害的责任构成 （第２款）

（一）构成要件

［４１］本款旨在规范防范第三人致害的安全保障义务，也即 “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在条文构

造上，本款第１句第２分句虽然没有规定 “造成他人损害”的表述，但不意味着不需要该要件，而

是免于重复表述。除了义务内容、因果关系外，其他构成要件参照第１款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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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苏０６民终１７３４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１３９页。
参见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黔０３民终１１０３４号民事判决书；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渝０２民终

３４３０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豫１７民终２８７８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沪民终５６７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新民申３７６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周友军：《交往安全义务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０５页。
参见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渝民再４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皖０１民终２８６３号民事判决书。



１.义务违反
（１）义务范围
［４２］相比于防范自身致害而言，对第三人行为的防范会形成更重的负担，为了维护行为自由，

对第三人致害的防范义务应该划定一定边界。有学者借鉴德国法将本款认定为保障特定受害人免受

不特定危险的法益保护型义务，对第三人侵权的防范需要以特别立法确立的特殊身份或职业领域为

前提，避免宽泛的危险检索义务。① 这一方案虽然对第三人致害的防范义务进行了限制，但本款的

规范目的正是要求特定主体积极防范第三人致害，具有维护公共安全的特殊政策考量，如果对第三

人致害的防范义务一律要求特别立法为前提，会损及本款的规范功能 （［３］）。如何限缩防范第三
人致害的义务范围，应该立足于规范目的，以被提升的危险类型为标准。因为注意义务的产生源于

行为提高了危险，如果没有提高特定类型的危险，自然不会产生相应的危险防免义务。按照这一思

路，对第三人致害的防范义务根据第三人过失与第三人故意而有所区分。

［４３］第三人过失致害属于安保义务人开启社会交往提升的常规风险，无论是公共场所还是群
众活动，安保义务人对其提升的常规风险具有认识可能性，一般具有防范第三人过失致害的义务。

［４４］一般情况下，公共场所管理人、群众活动组织者开启的社会交往不会提升第三人故意致害
的风险，故意致害通常是第三人出于非常规目的，安保义务人对此不存在特别的预见可能性，原则上

不引发安全保障义务。例如，高尔夫球场提供的高尔夫球杆提升了打球时误伤他人的风险，但拿高尔

夫球杆故意击打他人则属于非常规风险，具有突发性，难以即时防范，不产生安全保障义务。②

［４５］只有在特殊情况下，第三人故意致害属于安保义务人所提升的实质风险时，才会引发对
第三人故意致害的防范义务。大致有如下情形：其一，制定法提出防范第三人故意致害的要求，比

如 《民法典》第１２５４条第２款等。其二，安保义务人提供的物具有引发故意侵害的危险，例如因
活动需要向参与人提供危险器具。其三，特定场所或活动明显提升了故意侵害的可能性。实践中常

见的是营利性娱乐场所，特别是提供饮酒服务的娱乐场所容易使消费者醉酒发生故意侵害行为，所

以负有防止第三人故意致害的义务。③ 其四，对特殊主体的特别保护。例如自然人经营的食杂店主

要以未成年人学生作为服务对象，具有防范第三人故意致害的特别需要，④ 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组织

的群众性活动亦如此。总体而言，安保义务人无需全面防范第三人故意致害，除非第三人故意致害

属于其提升的实质风险，防范第三人故意侵害的义务范围应该实施目的性限缩。

（２）义务标准
［４６］由于第三人过失致害属于安保义务人开启社会交往的常规风险，更具有预见可能性，防

范措施的标准应高于对第三人故意致害的防范。反之，第三人故意侵权属于非常规风险，危险源具

有不特定性，要求安保义务人采取高标准的防范措施会不当增加经济成本，防控标准相较而言不宜

太高。不过，与防范自身致害的安全保障义务一样，对第三人致害的防范措施亦不存在统一的认定

标准，原则上只能授权法官根据相关影响要素综合认定 （［２８］ ［３３］）。
［４７］从危险性来看，首先，对于具有突发性、隐蔽性的侵害事件，危险频率较低，特别是第

三人故意侵权，一般超出管理人的合理预见范围，原则上不应苛责安保义务人履行过高的事前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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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安全保障措施更多在于事后的救助。对于非突发性的侵害事件，危险源已经具体化，安保义

务人对此具有预见能力，应该采取积极劝阻、控制冲突等必要措施消除危险。① 其次，对于酒吧、

迪厅等故意侵害事故频发的公共场所，危险频率相对较高，安保义务人对潜在风险具有事前的认识

可能，防控措施的要求自然要升高，在警示义务之外还涉及控制义务、配备保安人员等。再次，如

果某一事项会极大地提升侵害的可能性或严重性，安保义务人对此还负担专门的预防义务，典型的

是携带危险器具。实践中不但要求溜冰场、歌厅等场所履行禁止携带危险器具的警告义务，还要采

取必要的安全检查。②

［４８］从危险的控制力来看，防范第三人故意侵害对危险控制能力的要求更高，特别是对犯罪
行为的防范，应该考察安保义务人对犯罪行为是否具有控制力，控制能力较低时不应苛求严格的防

控措施。③ 例如个体经营户的经营规模较小，不可能比照大规模酒店配备专门的安保人员，防范、

制止暴力犯罪的能力相对较弱，只需要履行及时劝阻、救助等必要义务即可。④

［４９］此外，如果防范第三人致害的保护对象是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危险防范措施应当采用
特别标准。例如安排专门人员看管、预警或提供保护等，以此预防第三人侵害。⑤ 安保义务人并非

以营利为目的，对第三人侵权的防范措施作一般要求即可。⑥

２.因果关系
［５０］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在个案中较难证明危险防范措施能够降低第三人致害的一般盖然

性，特别是第三人故意侵权，相当性判断无法轻易得出肯定结论，更多是因果关系不明的状态。不

过，实践中对因果关系的评价没有局限于相当性的要求，在 “聚鹤酒店”案中，法院明知酒店服务

员尽到核验身份信息的安全保障义务也不能降低侵害的可能性，因为聚鹤酒店防止第三人故意犯罪

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但最终还是认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无法彻底排除，

从而判定赔偿责任。⑦ 如果以无法排除损害的回避可能性为标准，因果关系几乎都能满足。这体现

了司法实务的态度，尽管安全保障措施能否使受害人免受第三人侵害的盖然性难以证明，但这不足

以让安保义务人免于责任承担。

［５１］之所以采取宽泛的认定标准，是因为 “因果关系的公共政策性要求法官责令行为人就第

三人的侵权行为或犯罪行为对原告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⑧ 具体原因有三：其一，安全保障义务

的内容本就是保护他人不受第三人侵害，如果个案中通过考察案件事实得出安保义务人对第三人侵

害的事实未采取合理防范措施，本身就说明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对第三人侵害发挥了一定作用，因果

关系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义务内容的背书。⑨ 其二，既然安全保障义务的内容就是防止第三人致害，

如果再以介入第三人行为为由否认因果关系的成立，安保义务人就总能以介入第三人行为进行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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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 （２００５）启吕民初字第０１７５号民事判决书。
张民安：《人的安全保障义务理论研究———兼评 〈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６条》，载 《中

外法学》２００６年第６期，第６８６页。
参见 ［德］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 （下卷）》，焦美华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５７７页。



　　　　　责，① 本款的适用就会被架空。本款第１句第１小句认为介入第三人行为可以在因果关系层面抗辩
责任成立，但该抗辩存在一个重要的例外，即 “如果被告对该行为之出现或该行为之后果负有防止

的义务，那么无论第三人从事的不法行为是故意的还是过失的，都不会中断因果关系”，② 本款正是

这样的情形。其三，如果仅仅因为因果关系无法达到相当性标准而免除安保义务人的责任承担，不

利于预防功能的实现，宽泛的责任承担可以督促安保义务人提高风险防范标准以防再次致损。③ 综

上，防止第三人致害的因果关系通过规范目的被补足，只要第三人致害落入安全保障义务的防范范

围，因果关系就难以被切断。

［５２］当然，防止第三人致害的因果关系既然能够通过规范目的得到确认，也会因为规范目的
被排除。在 “五月花餐厅”案中，第三人违法犯罪引起爆炸导致受害人致害，虽然五月花餐厅采用

的木板隔墙装修材料不符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但第三人违法犯罪引起的爆炸并非装修材料符合消

防安全管理这一安全保障义务要防范的风险，所以不具备因果关系。④

（二）法律效果

１.补充责任的承担
（１）正当性
［５３］本款的责任效果为安保义务人承担 “相应的补充责任”，然后向直接加害人追偿，这主

要涉及受害人、直接加害人、安保义务人的利益平衡。其中，受害人应该得到充分保护，责令直接

加害人与安保义务人向其承担责任不存在争议。重点在于安保义务人通过补充责任获得顺位利益，

并可以行使追偿权转嫁赔偿责任，正当性需要说明。

其一，本条的保护对象是不特定公众，出于维护公共安全的需要，本条以特别规定的方式使义

务主体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本就是特别的负担。为了避免责任泛滥，经济赔偿的承受限度成为重要

的政策考量，⑤ 补充责任与追偿权的构造契合限制责任范围的法政策。

其二，在部分情况下，安全保障措施能否避免第三人致害处于不确定状态，因果关系的认定本

来无法满足，责任成立更多是出于规范评价的结果 （［５０］ ［５１］），责任成立的认定牺牲了安保
义务人的利益。⑥ 补充责任使安保义务人获得顺位利益，正好调和了失衡的利益结构，一定程度上

是对责任成立因果关系的缓和。⑦ 追偿权的赋予只是使安保义务人避免了本不应该承担的责任，并

非是对自己责任的违背。况且，安保义务人也会面临追偿不能的风险，还会产生追偿的程序负担，

故可以视为未尽安全保障义务承担的代价，⑧ 这也缓和了对过错责任的背离。

其三，立法者之所以采用补充责任，在于第三人侵害行为是造成损害的直接原因，⑨ 未尽安全

保障义务仅仅是间接原因。�10 两相比较，在法政策上也应该对安保义务人作出优待。有学者指出安

保义务人与第三人属于不能造成全部损害的无意思联络数人分别侵权，更适合由 《民法典》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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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７２条规范。① 须注意的是，第１１７２条的适用场景是分别实施的侵权行为均不足以造成全部损害，

只有致害原因相互叠加才能共同造成最终损害。② 反观本款，安保义务人的不作为仅仅是未能阻断

第三人致害而已，第三人的致害行为单独就足以造成全部损害，如果不存在第三人致害行为，安保

义务人的不作为根本不足以造成损害。这是本款与第１１７２条的重要差别，立法者基于原因力的差
别作出不同的制度安排，亦无可挑剔。

（２）适用条件
［５４］明显不应该适用补充责任的情形有两种。一是以积极作为的方式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例

如提供具有明显瑕疵的设备设施。本款针对的是 “未予防止或制止之纯粹不作为”，③ 如果以积极

作为的方式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安保义务人并非是消极地未能阻断第三人致害，不适用补充责任。

二是安保义务人故意怠于采取防范措施，自然没有补充责任的适用空间。安保义务人具有重大过失

时属于置他人利益于不顾，亦没有适用补充责任的必要。

［５５］存在争议的是以不作为的形式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属于轻过失的情形，这又根据第三人的
主观状态有所区别。如果第三人属于故意侵权，采取补充责任一般不存在争议。目前，较为有力的

观点认为应区分第三人故意侵权和过失侵权，补充责任仅限于疏于防范第三人故意侵权，对于第三

人过失侵权，由于安保义务人与第三人的可归责性相当，应适用按份责任。④ 可见，第三人故意侵

权的适用争议不大，争议点仅在于第三人过失侵权的情形。

［５６］本文认为，不能完全将第三人过失侵权排除于补充责任的适用范围。其一，立法者设置
补充责任的原因并非以第三人的主观状态为依据，而在于原因力。补充责任的适用不应以第三人故

意或过失作为标准。⑤ 其二，如果观察既有裁判案例，可以发现判令安保义务人承担按份责任而非

补充责任的原因正在于未尽安全保障义务未达到预设的原因力要求。较为典型的是 “现场秩序维护

型”案件，公共场所或群众活动的人数较多时需要维护好现场秩序，安保义务人疏于采取措施导致

拥挤推搡现象，从而引发第三人致害。如果受害人因拥挤推搡遭受损害主要源于未尽安全保障义务

引发的混乱，第三人的过失侵权只是间接原因，故安保义务人要求承担补充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⑥

在此类案件中，决定补充责任与按份责任的重要标准在于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到底是致害的直接原因

还是间接原因，有学者将其总结为 “第三人之作为属于主导性原因，安全保障义务人之不作为属于

辅助性原因”，⑦ 这符合立法旨意。是以，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属于轻过失时，如果第三人也是过失侵

权，由于主观可责难性相当，补充责任的适用需要满足特定的原因力结构，即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属

于间接原因，仅仅是消极地未能阻断第三人致害，第三人的致害行为作为直接原因则足以造成全部

损害。当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上升为直接原因时，才应适用 《民法典》第１１７２条。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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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杨代雄主编：《袖珍民法典评注》，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版，第１０５８页。
参见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３）鲁０７民终２６３０号民事判决书；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２）鄂１１民终

２０９９号民事判决书；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辽０２民终１８３３号民事判决书。
刘召成：《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的体系构造》，载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６期，第６４页。
参见王磊：《安全保障义务的解释论展开》，载 《现代法学》２０２４年第３期，第１１１页。



（３）顺位限制及实现
［５７］所谓顺位限制，是指安保义务人仅仅作为第二顺位的赔偿责任人，只有受害人就第三人

的财产依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能获得充分赔偿的，安保义务人才承担赔偿责任。补充责任的实现不在

诉讼阶段而在执行阶段，通常表述为 “在第一责任人无力赔偿、赔偿不足、或者下落不明的情况

下”承担相应的责任。实践中存在受害人放弃对直接侵害人的赔偿请求权的情形，此时补充责任的

前提不复存在，安保义务人得以免责。①

［５８］补充责任的诉讼形态应采取 “单向必要共同诉讼说”。② 当受害人单独起诉直接侵害人

时，法院无须依职权主动追加安保义务人，受害人在直接侵害人处未获清偿的情况下可以另行起诉

安保义务人。当受害人同时起诉直接侵害人与安保义务人时，裁判文书应该对直接责任与补充责任

进行区分，在裁判主文中判明安保义务人责任履行的后位顺序，即 “安保义务人对直接侵害人财产

不足以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责任”。

［５９］当受害人只起诉安保义务人的，原 《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６条第２款规定应当将
第三人作为共同被告，该处理方式具有合理性。因为补充责任不但在顺位上是对直接责任的补充，

而且补充责任的份额比例也依赖于直接责任的确定，该等问题无法绕开直接责任进行单独评价。虽

然本款未对程序问题作出特别规定，司法实践仍然采取该立场。③ 这也可以在其他规范中加以印证，

例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解释 （一）》第１４条第２
款。当然，特殊情况下受害人只起诉安保义务人可以不追加直接侵害人作为共同被告，主要有直接

侵害人无法确定、下落不明、受害人能够证明直接侵害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等情形。

（４）范围限制及认定
［６０］所谓范围限制，是指安保义务人并非对直接侵权人无法清偿部分承担全部赔偿义务，而

是在自身 “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补充责任存在 “相应的”限定，目

的就是限制补充责任的范围，避免安保义务人进行全额的责任补充。④

［６１］至于如何判定 “相应的”范围，如前所述，适用补充责任时安保义务人属于轻过失，当

第三人属于过失侵权时，两者的主观可责难性相当，安保义务人的责任承担比例不应当超过５０％，
在此基础上由于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属于间接原因 （［５６］），两相结合安保义务人的责任承担比例应
该较低。当第三人属于重大过失或故意时，安保义务人的过错程度与原因力都更小，责任承担比例

应该更低，多集中于３０％以下。⑤ 如果以３０％作为分界点，当第三人属于一般的过失侵权时，安保
义务人的责任比例大致在３０％至５０％之间，当第三人具有重大过失或故意时，安保义务人的责任
比例应该低于３０％为宜。
２.追偿权的行使
［６２］安保义务人承担补充责任后可以向直接侵害人行使追偿权，从而解决最终的责任分配问

题。实务中，受害人的诉讼请求一般是要求直接侵害人与安保义务人承担赔偿责任，不会涉及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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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云０４民终４６３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京０１０５民初６２０３３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第１１３页。

参见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３）陕０５民终３０５７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郭明瑞：《补充责任、相应的补充责任与责任人的追偿权》，载 《烟台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第１４页。
参见吴越：《安全保障义务人侵权补充责任的理论反思》，载 《法学研究》２０２４年第４期，第１３５页。



责任的内部追偿问题，安保义务人能否以该判决文书作为执行依据向直接侵害人行使追偿权存有疑

义。基于类似情形类似处理的原则，可以参照一般保证的追偿思路，只有在判决书中确定安保义务

人的追偿权时，才可以将该判决书作为执行依据，若判决书未明确追偿权的，则只能另行提起诉讼

确认追偿权。当然，从应然层面来看，为了避免同一纠纷反复诉讼导致诉累，受害人同时起诉直接

侵害人与安保义务人的，判决书主文应该明确安保义务人对直接侵害人的追偿权，即 “安保义务人

向受害人承担补充责任后有权向直接侵害人追偿”。

［６３］在直接侵害人无法确定或下落不明等情况下，受害人只起诉安保义务人的，安保义务人
不得以该判决作为追偿权的依据。为了保障直接侵害人的诉讼权利，安保义务人承担赔偿义务后应

另行提起诉讼确认追偿权。

四、证明责任

［６４］本条属于过错责任，受害人对加害行为、过错、因果关系、损害负有证明责任。未尽安
全保障义务具有评价加害行为、过错的功能，因果关系的认定也与义务违反密切相关，举证责任的

核心自然围绕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展开。受害人的证明责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未尽安全保障

义务的前提是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本条要求具有特定身份的主体负担安全保障义务，受害人首先应

证明加害人具有经营场所经营者、公共场所管理人、群众性活动组织者的特殊身份。

［６５］其二，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属于评价性要件，受害人的举证内容应该是能够说明未尽安全
保障义务的具体案件事实，即评价根据事实。由于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评价主要受制于影响义务标

准的各项因素，受害人应该重点对该等因素的评价根据事实加以举证，主要包括：能够反映危险性

的瑕疵事实，例如存在瑕疵的场所、设施、设备或者群众性活动内容等；反映危险控制能力的事

实，例如安保义务人的运营规模、相关专业资质等；受害人支付的实际对价；受害人属于弱势群体

等。法院据此可以大致得出安保义务人应该采取何种水平的危险防范措施。

［６６］加害人若要阻碍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这一要件的成立，需要对对立性的评价妨碍事实进行
举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影响义务标准的评价妨碍事实，目的在于降低法院对危险防范措施

的评价标准。例如受害人脱离安保义务人的管领范围、防控措施的经济成本等。二是安保义务人实

际采取的危险防控措施，用以证明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法院根据评价根据事实与评价妨碍事实得

出危险防控措施的应然水平，然后与安保义务人采取的实际防控措施作出对比，得出是否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的结论。

［６７］在疏于防范第三人致害的责任构成中，如果受害人只起诉安保义务人，安保义务人主张
承担补充责任的，需要举证证明存在第三人侵害的事实。受害人主张直接侵害人无法确定、下落不

明的，安保义务人应提供加害人的身份、地址等信息抗辩受害人的主张。

（责任编辑：高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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